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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內遷台資製造業勞動體制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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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廣東模式的發展下，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外資企業—尤

其是台資工廠，主要是以進城的長距離遷移農民工作為生產的主體，

這些企業或工廠常使用高壓的方式進行工廠管理。雖然近來在管理方

式上有某種程度的改變，但整體上仍維持「移工」勞動體制 (migrant

labor regime) 的特徵。然而，這種刻板印象並無法充分解釋晚近，特

別是 2008 年以後前往內陸布局設廠的台資工廠在勞動管理上的實際

運作情形。本文試圖從全球生產網絡 (GPNs)與Michael Burawoy對勞

動體制的觀點出發，探討台資製造業廠在遷移到內陸後所發生的勞動

體制的變遷及其與在地社會的關係。

研究資料是 2011至 2015年間，研究者多次拜訪已遷移內陸的台

資工廠進行田野研究所蒐集而來。這些資料主要包括田野觀察及 163

份與當地勞工、管理者及地方官員深入訪談的記錄。本研究發現 (1)

台資工廠在地理空間上的移動會促使不同行動尺度的農民工重新組

合。內陸台資廠的員工大量替換為本地居民，員工的「移工」屬性因

而大幅下滑； (2)台資廠遷往內陸後，勞工對工廠生產勞動的依賴度、

勞動的價值觀、勞工的社會關係等，都產生相當程度的變異。內陸作

為一地理尺度，具體地影響著遷移當地的台資工廠的運作； (3) 遷移

內陸的台資工廠，在勞動管理關係上，呈現出一個深受勞工所處（農

村）社會網絡與地方（農村）經濟生活所影響的勞動體制。從鑲嵌的

角度來看，這是一種領域性的鑲嵌型態，在此鑲嵌型態下的台資工

廠，將無可避免地成為一個「受地方限定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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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lace-Bound Factory: Changing Labor Regimes in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to Inland China

Jian-bang De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Past studies on the labor regimes of foreign companies in Southern China
show that there was a prevalent and coercive workplace discipline, particularly
withinTaiwanese factories. Even though certain changeswere found in new labor
management studies, labor control in these factories was still dominant,
po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migrant labor regime.” This kind of labor
management, however, failed to reflect the reality of the workplace within inland
Taiwanese factories. This paper employs theories from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s well as Michael Burawoy’s perspective regarding the factory
regime,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labor regimes of Taiwanese factories in inland
China.

Empirical material for this paper was generated from two phases of
fieldwork, in which 163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from 2011 to 2015
with Chinese employees and Taiwanese managers, as well as other research-
related interviewees. It is argued that a re-combination of “two scales of action”
towards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inland Taiwanese factories developed as these
factories moved from coastal to inland China. Instead of the past recruitment
practices of long-distance migration laborers moving to coastal areas, factories
mostly recruited inland employees (so-called local workers) from nearby villages
and towns. These local workers showed, in many aspects, less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to tho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including their
conditions of dependence, moral values,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Inland,” from
this viewpoint, not only is a geographic term; it also functioned as a geographic
scale, having an enormous impact on the labor regime of migrated Taiwanese
factories. Factories located inland were forced to respond to workers’ systematic
needs, including those related to familial reproduction, seasonal farming, and
community. Moreover, adjustments to the labor regime of inland Taiwanese
factories brought them to become “territorially” embedded in workers’ localized
networks and inland rural economies. Factories thus became place-bound.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and future of Taiwanese businesses, migration,
GPNs, 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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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中國自 1978年推行大規模的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在過去 30年的

快速經濟發展過程中，奠定了「世界工廠」的地位。在這個過程中，

積極吸引外資並利用外資，不僅是中國尋求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同

時也是解決內部社會問題，特別是國內就業問題的重要策略。其中，

來自台灣的企業投資中國大陸，也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5 年底的統計資料顯示，雖然台

資只占中國實際吸納境外投資總額的 3.8% ，但是累計台商在中國投

資計畫已達 95,298件，實際投資總額則為 626.9億美元。即使在晚近

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市場變化的影響下， 2015 年台資投資中國大陸

亦達 44.1億美元，僅次於香港和新加坡，而超越美國、日本、韓國等

國家，占所有外資投資中國的第三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6a，

2016b）（參見表 1）。1台商投資中國的影響，除了帶來大量資金投

入市場，在沿海地區設廠創造大量的工作機會，協助解決 80 年代以

後大量國企的下崗工人問題之外，吳介民進一步延伸指出，經由台商

早期進入中國大陸珠三角地區所創造的「廣東模式」，為造就當代中

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關鍵因素之一 (Wu 2014)。

然而，許多研究指出，在這種促成快速資本累積的廣東模式下，

外資企業—尤其是來自台灣與香港的企業—在珠三角製造業高度

聚集地區，聘僱的多是從內地省分外出的年輕工作人口 (Lee 1995; Fan

2003; Ren and Pan 2009)。而且，這些企業習慣以高壓式的工作場所規

訓對待工廠員工，包括實施體罰、強迫超時加班、身體或生理上的不

當限制（如上廁所次數），並動輒施以金錢上的處罰、強制進廠先交

1 不少台商基於投資、貿易、節稅等考量，將企業登記註冊於香港，或透過設立境外公
司（如於英屬維京群島等地區），以便投資中國大陸。比如，根據周口市台灣辦公室
地方官員訪談即指出，當地 18家登記的台資企業，就有 7家註冊登記於香港（地方官
員訪談，河南周口市，2015/08/14）。可見中國吸納外資的「香港」統計項中，有相當
部分實際上來自台商的投資。此部分謝謝審查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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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押金等 (Chan and Zhu 2003)。在戶口制度限制下，這些從偏遠的貧

窮省分長途跋涉到沿海尋找工作的「外出務工」者，或一般通稱為農

民工 (rural migrant workers)的群體，通常沒有攜帶家眷前往沿海的移

居工作地。2 女性也因為計畫生育制度加諸的限制，導致她們遲疑在

工作地結婚與生育。此外，外資企業為了方便管理，節省成本開銷，

因而大量僱用單身女性，集中於公司內以集體宿舍統一管理，提供給

員工僅僅足夠生活的基本工資。在政府的戶口管制制度與外資工廠高

壓勞動管理雙重壓制下，其結果是導致農民工僅被視為「便宜的勞動

力」，並沒有實際參與分享經濟成長帶來的真正利益 (Chan and Ross

2003)。

在上述勞動管理方式下，台資廠商與生產當地的關係，往往如

Peter Dicken 等人所形容，早期跨國企業為非地方的 (placeless) 組織

2 Mark Selden與 Jieh-minWu (2011:15)根據中國官方在 2006年的一項調查指出，在受調
查的 29,425 都市農民工家庭中，其中僅有 5,065 家庭（約 17.3 % ），有攜帶小孩前
往。文章指出，都市生存的農民工在戶口制度限制下，常被排拒在地方政府的福利體
制外，對待如同二等階級的公民 (second-class citizens)。

表 1 2015年中國吸納外商直接投資的情形（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20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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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en et al. 1994)。這種生產組織的特徵，可以描繪為一種近似「空

中堡壘」的模式，強調來自台資協力廠商間的信賴，但卻與地方僅維

持極其有限度的連結 (Chen 2012) 。然而，在中國大陸的外資—特

別是台資企業，這種非地方性的特徵以及高壓式的勞動管理如長工

時、強制加班、嚴格的工廠生活等工廠治理模式，是否即為台商作為

外資廠商在世界工廠中恆定不變的唯一運作模式？為了解答這個問

題，本研究將從全球生產網絡與Burawoy對勞動體制的觀點出發，探

討晚近遷移內陸台資製造業廠的勞動體制及其與在地社會的關係。

本文試圖論證「內陸」不僅只是一個地理名詞，在 GPNs 觀點

下，它還作為一個特殊的地理尺度，影響台資廠在地方上的鑲嵌。遷

移內陸的台資工廠，表現在勞動管理關係上，呈現的是一個深受勞工

所處農村社會網絡與地方農村經濟生活影響的勞動體制；表現在經濟

的鑲嵌上，則特別凸顯領域性的鑲嵌型態，形成一個「受地方限定

的」工廠。

二、勞動體制、跨國企業與地方

（一）勞動體制與中國沿海台資工廠

晚近許多有關東亞工廠勞動關係的討論，尤其中國研究中探討工

廠的工作場所與治理，都深受美國社會學者 Burawoy 的影響 （Lee

1993; 1995; Xu 2000; Eyferth 2006;彭昉 2007; Zhang 2008）。 Burawoy

(1983: 587)將生產過程區分為勞動過程與「生產的政治機器」，前者

指涉相互搭配的活動與關係將原物料轉化為有用物品，後者為規範與

塑造工作場所的政治制度，或稱為工廠體制 (factory regime)。在他的

分析中，工廠體制又可區分為兩種基本型態：專制式的 (despotic) 與

霸權式的 (hegemonic)體制。3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至二十世紀，工廠治

3 在 Burawoy的另一篇文章，除上述兩種形態外，還進一步提出第三種型態 「霸權
專制式」 (hegemonic despotic)體制。它指的是透過國際化的資本流動，促成一種新的、
植基在霸權基礎上的專制體制 (Burawoy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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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萌生，從早期資本主義強調強迫甚於甘願的專制體制，轉變到甘

願甚於強迫的霸權體制 (Burawoy 1983: 590)。根據 Burawoy (1979)的

觀察，相對於早期資本主義時期所強調的威嚇方式，在先進資本主義

工業國家的工業生產，則是透過趕工遊戲、建立等級分化職務結構及

職務間流動競爭性的「內部勞動市場」，以及透過有效的工會運作、

國家的社會保險與勞動立法等，建構一套工人「同意」生產的體制，

藉以換取工人們從事工廠生產勞動的服從。

然而，誠如 Jacob Eyferth (2006: 5)所指出，許多有關中國勞動的

研究，大多偏向探討所有權、行政結構、正式規制、薪資報酬、社會

福利、社會控制等工廠體制方面，卻忽略了更全面地理解工作場所

(workplace)，應還包含管理者與勞工的動機與策略，以及相關的微視

政治。因此，本文使用「勞動體制」概念，4 係指涉工廠中勞動管理

的相關制度，特別強調管理者與勞工的動機、策略與日常互動。

不少研究指出，進入中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型態，尤其是屬於外

資早期進入的廣東珠三角地區，其工廠中的勞資關係，還是遠遠停留

在典型的專制式型態（郭于華等 2011）。Ching Kwan Lee (1995)早在

90年代就對深圳地區製造業的工廠進行研究，她指出，由於早期沿海

經濟的快速發展，當地湧現大量的民工潮，特別是年輕低技術的女性

勞工。這些女性民工在沿海城市的生存，主要仰賴來自同一地區的

「老鄉」團結的連帶支持，而非國家或地方政府提供的制度性保障。

然而，工廠的性別化生產管理與強制性紀律，對工人間同鄉連帶進行

強烈的生產操控，嚴重破壞勞工的地方性網絡，並由此打造出服從、

可駕馭的「打工妹」 (maiden workers) 。這種特殊的管理控制型態，

Lee (1995)稱之為地方性專制體制 (localistic despotism)。

4 Burawoy 運用「工廠體制」所進行的勞動研究，主要貢獻之一在於強調工作者在勞動
過程中的「主觀性」。本文使用勞動體制概念，一方面凸顯在工廠生產過程中工作者
主觀性的重要，另一方面可以銜接至其他勞動研究有關勞動管理關係的一般性使用，
如移工勞動體制 (migrant labor regime)、資本主義勞動體制 (capitalist labor regime) (Fan
2003)、宿舍勞動體制 (Ren and Pan 2009)、或壓制性勞動體制 (repressive labor regime)
(Wu 2014)等。此部分，作者謝謝審查人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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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毅的研究指出，「打工妹」的出現，其實是在中國沿海經濟發

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現象。在當地工廠軍事化嚴格廠規紀律下，大量

的農村女性移工透過一連串去農村生活習性的身體規訓過程，轉變成

為都市工業生產的主體。女工過去的農村生活被想像為是落伍的，而

進入工廠、進入珠三角地區工作，卻被想像為是獲取現代性，因此，

包括學習工廠紀律、隱藏自己的地方腔調、努力學習廣東話，以及融

入沿海城市當地生活等，都成為整體工廠生產的一部份 (Pun 2005)。

晚近的研究指出，珠三角地區的工廠，即便是具有全球性的大型電子

代工製造廠，專制式的體制並沒有消失。但不同的是，全球性代工大

廠的生產管理由於受到品牌商的干預，其內部存在多元事業群的相互

競爭，與多族群管理人員彼此分隔，因而形成「全球碎裂化」的專制

體制 (global fragmented despotism)（曾瑋琳、林宗弘 2012）。儘管如

此，仍有少數研究發現例外的情形，例如彭昉 (2007: 88) 在研究珠三

角地區從事手袋與行李箱生產事業的一家台資工廠時指出，工廠透過

大量親戚／家族與同鄉網絡所進行的員工「內招」制度、車間的趕工

遊戲，以及國家勞動法的逐漸貫徹，使得原來的強迫式專制體制為霸

權體制所取代。而且，工廠還提供那些受戶籍制度歧視的外來農民工

一個類似「shelter」的庇護空間。然而，彭昉所觀察的個案，工廠生

產的員工仍是以遠距離遷移的內陸農民工為主，而這些農民工主要都

住宿在工廠提供的宿舍。在此情形下，工廠不僅是一個生產場所，它

同時是提供可監視員工生活的宿舍空間，形成所謂的「宿舍」勞動體

制 (dormitory labor regime) (Pun 2006; Ren and Pan 2009)。5

上述研究指出，無論是專制式勞動體制，抑或是宿舍勞動體制，

都是外資廠商，尤其是台商在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工廠治理模式的普

遍特徵。從勞動治理的角度來看，中國沿海的外資（包含台資）製造

業的工廠之所以能順利運作，關鍵在於他們都是以跨省分移動年輕農

民工為工廠生產的主體。然而，當台資工廠遷移內陸後，上述的勞動

5 有關注意到晚近沿海台資工廠勞動體制的變化，作者謝謝編委會及審查人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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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是否仍然可行？陳志柔的研究即指出，一家台資鞋廠在 2000

年以後，基於成本考慮陸續進入中國內陸設置約 10 家分廠，但是在

2013年一年內，卻關閉了其中 8家鞋廠。為何如此？他引用受訪者的

談話指出，一個關鍵的因素是內陸工廠的員工多為四十歲左右的在地

農民 (Chen 2014) 。顯然地，在沿海地區普遍可行的勞動體制，到了

內陸地區卻可能失效。換言之，單憑沿海地區工廠的勞動體制是無法

充分瞭解內陸台資工廠勞動管理的實際運作情形。為此，以下將援引

跨國企業與地方的觀點作進一步討論。

（二）跨國企業：非地方性的，抑或在地方扎根的組織？

許多研究者指出，當我們在觀察當代全球化，尤其是涉及全球經

濟的發展時，一個不可忽略的關注點是作為重要行動者的跨國企業及

其擴散的現象 (Amin and Thrift 1994)。中國晚近十數年來的經濟發展

之所以能夠持續每年接近 8% 的高度經濟成長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是其中一項重要的策略方式 (Fan et. al 2009)。經濟地理學者Dicken等

人早在 90 年代即指出，跨國企業不僅扮演地方經濟發展的推動者角

色，而且極可能就是形塑當代經濟生活最具影響力的制度 (Dicken et

al. 1994)。

然而，相對於它們在經濟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跨國企業在國際

上給人的印象，卻是負面多過正面。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很長的一段

時間，人們在討論跨國企業與在地關係時，它們通常被認為是不會在

「地方」扎根的組織。它們是跨國／跨境性的 (transnational)，因此常

被假定為不會忠誠依附在任何一個國家、區域，乃至地方性的社區。

大多數時候，跨國企業從某一地區移動到另一地區的行徑，往往被視

為形同剝削當地的廣大資源，諸如搾取當地的便宜勞動力及天然資源

等，在耗盡一個地方的資源後，便繼續轉移往另一個資源更豐富、勞

動力更便宜的地方。在此看法下，對當地而言，外資企業宛如就是焚

林開墾經濟下的「掠奪者」，而不是緊緊依附於地方進行發展 (Dicken

et al. 1994: 23)。從 Stuart Holland (1976) 的觀點來看，我們甚至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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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跨國企業基本上就是一個反地方社區的組織。

儘管如此， Ash Amin與 Nigel Thrift (1994: 9)仍指出，任何一個

在地的生產都是建構在地方之上，而同時「受地方限定的」 (place-

bound)。任何一個跨國企業，它的發展過程必然是從國內市場的製造

商開始，不僅有其發源地，並且可以明確指出為扎根於某個地方社

會，企業當下的所有（包括具有跨國性質的）活動與作為，也必然具

有在地鑲嵌的特性，因為所有的這些活動皆非憑空存在，而是具體地

發生在特定的地理位置上。 Tanny Men (2014) 在研究非洲坦尚尼亞

(Tanzania) 的中國大陸工廠時指出，跨國企業到異地的生產必然面臨

生產必須建構在地方之上，同時受地方限定的現實。

經濟社會學普遍認為鑲嵌 (embeddedness)是重要的，它是理解當

代經濟行動的重要方式 (Granovetter and Swedberg 1992; Zukin and

DiMaggio 1990)，同時是對新古典經濟學將所有經濟行動過度簡化為

極端個人主義的看法的一種駁斥。經濟社會學的一個重要代表人物

Mark S. Granovetter 認為，在當代工業社會中，所有的經濟往來行為

都是鑲嵌在社會結構之中的 (Granovetter 1985)。從這個角度去看，顯

然不是某個特定交易的最大化原則（比如價格機制）可以成功預測經

濟行為，而往往是企業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結構才是決定它選擇貿易伙

伴的關鍵，以及彼此互動的方式 (DiMaggio and Louch 1998)。Dicken

等人研究日本製造業的案例指出，當企業面臨產品週期縮短的外在壓

力不斷增加，就必須轉換過去序列式的生產方式，改為同步地將設

計、生產與行銷等功能整合在一起。為達成此目的，企業內部與企業

之間的相互依賴與高度信任，往往最為關鍵 (Dicken et al. 1994)。

正是如此，台灣的經濟在 70到 80年代之所以能夠發展成功，並

且可以整合到世界經濟體系之中，根據Gary G. Hamilton與Cheng-shu

Kao (2006) 的見解，關鍵在於具有彈性應變外在環境變化的眾多中小

企業主與企業經理人員。他們認為，正是因為中小企業主家族、朋友

所建立的日常綿密網絡關係，以及企業間網絡的高度彈性與信任關

係，使台灣中小企業一方面可以快速地回應國際買主的要求，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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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可以驅動經濟生產與社會生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從而造就了所謂

的台灣經濟奇蹟。然而，假如將上述討論中企業與企業間的經濟行

為、企業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個人經濟互動依附的人際關係網絡，都

歸諸為一種鑲嵌的話，就不免擴大了「鑲嵌」概念的分析範疇的同

時，也逐漸使鑲嵌概念變得無所不包。地理學者Martin Hess (2004)對

於鑲嵌概念被過度延伸使用也深感疑慮，他建議將鑲嵌概念重新釐清

與限定。本文援引Hess (2004: 176)的觀點，將鑲嵌概念理解為介於經

濟行動者與非經濟行動者（如組織）之間的社會關係，經濟行動總是

鑲嵌在「社會性」 (societal) 結構中。但與 Granovetter 的看法不同的

是，Hess 所理解的鑲嵌是一個具有空間的尺度 (spatial scale) ，它是

具有時間性與空間性的概念 (a spatial-temporal concept)，並且可以進

一步區分為三種鑲嵌，即：社會性鑲嵌、網絡性鑲嵌及領域性鑲嵌，

這三種鑲嵌彼此之間有相互交集的基本範疇，如圖 1所示。社會性鑲

嵌重視行動者的起源，包含其政治和文化等背景；網絡鑲嵌則描述行

動者的網絡，一群個人或組織如何經由參與形成彼此間的關係結構；

領域性鑲嵌則指行動者依附在特定領域或地方 (places) 的程度 (2004:

176-177)。

圖 1 鑲嵌的三個基本範疇，引自 Hess (200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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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跨國企業與在地社會關係

有關跨國企業與在地社會關係的討論，可以舉Dicken等人的研究

為例。他們認為，跨國企業的在地鑲嵌程度，可從兩個方面來觀察，

一是檢視跨國企業運作的型態，一是檢視跨國企業如何協調進行運

作，特別是如何協調對企業策略行為具有關鍵影響的各單元。就此而

言，企業總部、研發部門與製造部門跨地理的分工運作如何進行，企

業與地方供應商、地方消費者與地方制度間的關係又如何，都是觀察

跨國企業在地鑲嵌的重要面向 (Dicken et al. 1994)。然而，若從 Hess

的觀點出發，跨國企業本身並非研究的核心，區域的工業結構與鑲嵌

的社會網絡才是。他舉 Jinn-yuh Hsu與 AnnaLee Saxenian (2002)的研

究為例指出，台灣企業一方面善用領域性地鑲嵌於矽谷的在地 (local)

關係，另一方面與跨地理的 (translocal)竹科科學園區社群及母國成員

維持高度連結，是這些企業在矽谷的半導體高科技產業獲得成功的主

要因素。透過空間上的地理鑲嵌，這些在異域發展的企業，可以大幅

改善因依附於特定領域與跨領域發展過程而出現的緊張關係。對Hess

而言，這種同時重視在地與跨地理關係網絡的重要性，即是同時結合

三種鑲嵌型態的一個典型範例。不過，早期有關台商西進中國大陸的

討論，尤其是有關領域性鑲嵌的部分，卻是另一種型態。

80年代末期，台灣中小企業在台灣本土的發展面臨危機，於是西

進轉往中國東南沿海省分，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尋求發展的機

會。他們的策略是，運用彼此間在台灣發展出來的高度組織彈性，以

及衍生而來的緊密供應鏈合作與信任關係，移植到珠三角地區作為他

們生產與合作的模式。在此有兩個與企業鑲嵌有關的研究值得討論，

一是鄭陸霖 (1999)所謂的「半邊陲的手肘」，一是陳明祺所謂的「空

中堡壘」 (Chen 2012) ，他們以此來形容台資企業以外資企業身分進

入珠三角地區，所發展出的特殊鑲嵌模式。前者指出，為了回應國際

買主與貿易商的壓力，亦即在買主驅動的全球商品鏈 (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 (Gereffi and Korzeniewicz 1994)模式下，台資

企業在珠三角進行了產業的重組與群聚。雖然這些台資企業在全球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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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鏈的權力結構中處於相對邊陲的位置，但是他們擁有來自買主與貿

易商的堅定信賴，以及台資廠商之間完整的供應廠生產網絡，使得他

們擁有高度自主性，在國際代工生產體系中占據相對優勢位置。不過

這種運作模式的後果是，「這個經濟聚集的核心活動並未鑲嵌於中國

當地社會」（鄭陸霖 1999: 11）。

陳明祺的研究也發現，台資企業即使遷移到異地，彼此間仍維持

原先在台的緊密合作關係。他的解釋是，這是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台商

為了快速與彈性回應外在市場的變動與要求，因而需要在彼此企業間

建構出高度信賴、類似「堡壘」的關係，以進行生產合作 (Chen 2012)

。但他同時指出，不管是就企業內強調垂直整合的組織模式，或是企

業與企業之間的組織信任關係，甚至在企業以外與當地政府的往來，

都顯示台商跟遷移地珠三角地區的在地經濟、社會生活及政治運作有

相當的疏離。也就是說，台資企業的高度內聚後果，跟在地社會形成

一種似「空中堡壘」的低度鑲嵌關係 (Chen 2012: 102)。

以上兩個研究都指出台資企業到異域，在當地進行了「去鑲嵌」

的過程。台商早期在珠三角的發展之所以可以如此運作，似乎都立基

於兩個前提假設：一是外來農民工作為工廠充沛勞動力的來源，一是

價格相對低廉的勞動力 (Hsing 1997) 。不過在中國政府過去十年大幅

提高勞工基本工資及相關勞動保障，降低升高的潛藏社會對立衝突，

並提升內需與執行「騰籠換鳥」的工業發展策略下 (Wu 2014)，這兩

個因素顯然出現大幅改變。 2000 年中期以後，沿海缺工現象逐漸浮

現，為各大媒體所報導。特別是 2008 年全球金融海嘯後，沿海地區

台資企業與其他外資企業工廠，出現關廠、倒閉的案例時有所聞 (Chen

2014) 。台資廠商尋求產業轉型與轉移，成為研究台商新的焦點（鄭

志鵬 2016；Wu 2014）。本研究所討論的台商，在時間點上，主要即

是聚焦於 2008年以後，基於上述中國社經結構的改變，而將（部分）

工廠布局遷往內陸生產的台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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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資工廠內陸遷移的挑戰

上述研究指出，基於外來勞動力充沛的假定前提下，台商採取的

往往是「去鑲嵌」的策略，在海外生產地進行再鑲嵌的行為。然而，

一旦這種前提出現轉變時，台商將要面對怎麼樣的鑲嵌挑戰？確實，

從全球商品鏈的視角，可以清楚地指出在製造的網絡鏈下，生產廠商

從內部生產鏈到外部的網絡與在地的特殊鑲嵌行為。不過這樣的研究

取向卻可能在過度偏重生產鏈環節的分析下，並沒有特別關注在地社

會結構的特殊性。比如，Adrian Smith等人就批評全球商品鏈的觀點，

不管就「生產者驅動」（如跨國企業或其他大型產業生產者），或是

「買主驅動」商品鏈（如大型通路零售商、品牌商、貿易商）的分

析，勞工通常僅以資本尋求便宜勞動力的被動受害者 (passive victims)

角色出現，但是，他／她們卻是任何生產過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行動

者 (Smith et al. 2002)。

這種看法的主要代表之一，即是來自於全球生產網絡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的研究取向。全球生產網絡觀點認為，生

產網絡不管是就組織面向，或是地理的面向，都是一個流通的過程 (a

process of flux) (Coe et al. 2008) 。生產網絡是動態的，不是恆定不變

的，它具有相當的空間性與時間性，以及高度的變動性與偶然性。這

種觀點尤其重視存在於地理上的多重空間尺度，以及不同空間中生產

網絡行動者的動態調整。其中，一個非企業、受全球生產網絡關注的

主要行動者，即是勞動的部分。Neil Coe 等人分析指出，勞工具有不

同的空間策略，往往可以透過不同的行動尺度去形塑資本主義的地

理，比如進行跨地理 (translocal)的工作移民，或是就近工作、具地方

性的在地 (local) 勞工等 (Coe et al. 2008)。依此看法，當台資廠商內

遷，工廠的生產線員工，從過去長距離遷移的農民工，大量轉換為來

自工廠附近的在地居民時，所面對的即是空間上兩種不同行動尺度的

勞工的重新組合。這種組合勢必對內陸台資廠帶來新的挑戰。

本文連結全球生產網絡的看法，試圖凸顯勞工因具有不同行動尺

度的能動性而成為形塑生產網絡過程的重要元素，並藉由H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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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Men (2014)強調鑲嵌的空間動態過程觀點之視角，以及經濟行動者

的行動受地方限定的現實，觀察台商工廠遷移內陸後（參考表 2），

工廠附近的在地居民成為工廠員工的動機與過程為何？管理者在工作

場所中如何與員工互動？與沿海地區的情形有何差異？台資工廠勞動

體制又如何受到「內陸」在地社會的影響？

三、研究方法與資料的來源

本文所依賴的主要資料，是研究者多次進入中國大陸台商內陸遷

移據點，實地進行的深度訪談與工廠駐廠觀察。部份資料則來自報刊

雜誌有關中國大陸台商內遷的報導。從 2011年 4月至 2015年 9月為

止，研究者共進行田野 7 次，每次停留 10 日到三週左右的時間。田

野停留地的選擇，一方面是以研究者過去研究珠三角台資工廠所建立

表 2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內陸主要省份地區 (2008-2015)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http://www.mac.gov.tw/lp.asp?
ctNode=5720&CtUnit=3996&BaseDSD=7&mp=1，取用日期：2017年 1月 29
日。）

* 根據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計算得出，但月報僅列出每年前 12個省分地區，其餘皆列入「其
他地區」，故上述省分地區列入排名 13及以後部分，無法列入統計，因此金額與實際期
間投資金額會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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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網絡為基礎，尋求 2008 年以後有前往內陸省分設廠的台資公

司為主要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則是以台資工廠的遷移據點為範圍，透

過熟識的台資工廠網絡媒介，取得進入台資工廠所在地進行田野研究

的管道。

實際拜訪的田野據點，包括湖南省的新田縣、江西省的贛州市、

廣西省的靈山縣、河南省的周口市、湖北省的廣水市、四川省的遂寧

市，以及廣東省的外圍距離珠三角地區較遠的五華縣。雖然拜訪過的

台商所在地頗為多元，但是在上述地點聚集的台商家數卻相對有限，

多則近 20 家，少則甚至是當地唯一的一家具規模的台資工廠（如廣

西靈山縣的情形）。在以上的田野據點中，在晚近幾年有比較多的台

資工廠前往布局並遷移至當地者，當屬四川的遂寧市與河南的周口

市。研究者曾不止一次拜訪這兩個地方（拜訪周口市達四次），與遷

移到當地的台資工廠有較廣泛的接觸，所以將是本文的主要資料來

源。

圖 2 本研究之台資工廠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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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接觸到的台商工廠有：鞋廠、成衣廠、五金廠、塑膠製

品、工藝品製造、電子廠、與電子廠相關的配套廠（如線路版鑽孔

廠、環保處理廠）等。其中以鞋廠、成衣廠及電子廠為大宗，屬於目

前台灣在中國投資的主要產業類別，他們的共同特徵為勞力密集型，

可以說是內遷中西部內陸城市的台資工廠中最常見的類型。

在訪談問卷方面，研究者針對台資企業主／台籍幹部，與中國大

陸籍幹部／員工分別設計兩份不同性質的半結構化問卷。在訪談問題

方面，台籍人員的部分側重在工廠的遷移與招工、在地社會與工廠生

產治理、對產業發展趨勢與自我評價等，尤以 2014 年研究第二階段

的田野調查為然；中國大陸籍人員的部分則側重進廠動機、過程與經

驗、工廠內的生活、對工廠工作的評價等。 2011年至 2013年的第一

表 3 本研究之中國內陸台資工廠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企業代號）

內陸工廠

所在地

內陸工廠

設立時間

主要製

造項目
員工數

河南東華鞋業（河南 A） 河南周口 2008 女鞋 1,100

河南商水製鞋（河南 B） 河南周口 2008 運動鞋 700

河南傘業（河南 C） 河南周口 2008 雨傘配件 200

河南製衣（河南 D） 河南周口 2011 成衣 860

河南鄲城製衣（河南 E） 河南周口 2011 成衣 2,300

河南製鞋（河南 F） 河南周口 2010 運動鞋 350

河南項城製衣（河南 G） 河南周口 2010 成衣 1,700

四川 PCB（四川 A） 四川遂寧 2011 電路印刷版鑽孔 50

四川電腦科技（四川 B） 四川遂寧 2012 電腦配件 --*

四川遂寧 PCB（四川 C） 四川遂寧 2011 印刷電路板 1,500

四川半導體（四川 D） 四川遂寧 2011 二極體等 180

四川環保科技（四川 E） 四川遂寧 2011 環保科技 57

四川模具科技（四川 F） 四川遂寧 2012 模具電鍍 25

廣西靈山製鞋（廣西 A） 廣西靈山 2010 女鞋 1,980

湖北廣水製鞋（湖北 A） 湖北廣水 2012 運動鞋 700

*訪談時該企業尚未正式投產，及招募產線員工。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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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研究期間，研究者取得 111份訪談資料（台籍幹部及台商訪談 56

份、陸籍幹部及員工訪談 55 份）。 2014 年至 2015 年第二階段的田

野研究，在河南周口與四川遂寧兩地共取得 52 份深入訪談資料（台

籍幹部及台商訪談 24份、中國大陸籍幹部及員工訪談 21份、地方官

員訪談 7 份）。此外，在田野過程中，研究者有兩次廠區之外的觀

察：一次是在遂寧市參與地方台辦與招商局主辦的台資企業招商說明

會，另一次是在河南縣周口市受邀前往生產線員工家庭進行拜訪。

四、為何是河南周口與四川遂寧？

制度誘因驅動下的台資製造業內陸遷移

在進一步討論中國大陸內遷台資工廠的勞動體制前，有必要先說

明台商為何要遷移到中國內陸地區。中國近二十年，雖然經濟持續快

速發展，但地理上主要都發生在沿海城市地區，因此造成沿海與內陸

發展出現極端不均衡、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現象。為了縮減東西發展

的差距，中國大陸從「十一五規劃」開始，即進行一系列的開發政

策，試圖引導外商前進內陸中西部地區，讓幅員遼闊的中西部地區，

也可藉由外資的力量逐步開發（李其桓 2003；Fan 2006；越凌雲

2006；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 2006；國務院

2010）。

在地方政府方面，河南省從 2009 年開始即連續推出相關政策，

吸引外資前往內陸，如《河南省人民政府印發關於加快產業集聚區科

學發展若干政策（試行）的通知》（豫政 2009 62號）、《河南省

人民政府關於積極承接產業轉移加快開放型經濟發展的指導意見》

（豫政 2009 77號）、《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支持台資企業

轉型升級加快發展的意見》（豫政 2009 160號）（河南省人民政

府台灣事務辦公室 2010）等。本研究核心討論的兩個地級市：河南周

口市與四川遂寧市，也都在這個時期陸續推出設置「台商工業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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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招商引資。以周口市商水縣為例，6雖屬地級市下轄的縣城，還特

訂定《商水縣台商工業園招商引資優惠辦法》（商水縣商務局

2014），針對台資廠商提供一連串優惠措施。在《辦法》訂定緣由部

分，開宗明義揭櫫根據中央及省的意見，以「同等優先、適當放寬」

原則，鼓勵台商到該縣城投資興業（參考表 4）。

表 4 河南周口市《商水縣台商工業園招商引資優惠辦法》（摘錄）

對 象 台灣同胞在商水縣台商工業園內投資適用本辦法

遵循原則 同等優先、適當放寬

優惠辦法

第二條
台商在商水縣台商工業園內投資，享受國家、河南省、周口市現行

有關外來投資的所有優惠

第三條

投資興辦工業項目用地

a)固定資產投資在 1,000至 3,000萬元的項目，提供上可進入標準化
廠房。

b)固定資產投資在 3,000至 5,000萬元的項目，享受國家土地價格評
估標準最低限額。

c)固定資產投資在 5,000萬至 1億元，地方政府用於支持該項目科技
研發、技術改造的工業發展基金，不低於地方政府土地淨收益額。

第四條
投資一億元以上的工業和物流項目，由商水縣台商工業園區採取「一

事一議」的辦法，給予優惠。

第六條
入駐工業園的工業項目，工商註冊及工本費、土地登記費等行政事

業性收費，由縣政府全額給予補貼。

第七條

對一次性固定資產投資

a)固定資產投資 3,000至 5,000萬元，自投產日起，2年內稅收地方
留成部分由縣財政等額獎勵用於擴大投資規模。

b)固定資產投資 5,000萬至 1億元，自投產日起，3年內稅收地方留
成部分由縣財政等額獎勵用於擴大投資規模。

c) 投資一億元以上的工業項目，採取「一事一議」的辦法，給予更
大支持。

資料來源：商水縣商務局 (2014)

6 河南周口市行政下轄一市八縣一區，除川匯區外，尚包括商水縣、西華縣、太康縣、
沈丘縣、鹿邑縣、扶溝縣、淮陽縣、鄲城縣及項城市，於 2014年時，擁有近 1,100萬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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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前，廣東省政府於 2008 年 5 月頒發了《關於推進產業轉

移和勞動力轉移的決定》（中共廣東省委文件 2008）。該辦法鼓勵高

勞力密集型、高污染、高耗能的產業，以及來到珠三角地區由內陸省

分民工所構成的大量普通勞動力，從珠三角地區向外移轉。亦即，廣

東地方政府試圖透過推動「3高」產業及以農民工為主的勞動力的「雙

轉移」政策，引進更多高科技產業及高技術人才策略，期望達到「騰

籠換鳥」的效果。沿海地區勞力密集型的台資製造業，確實在內陸與

沿海地方政府對外資企業政策的一拉一推下，於 2008 年左右開始，

相繼出現台商轉往內陸城市進行投資設廠。表 5指出台商投資中國大

陸仍以沿海地區為主，但對照 2008年與 2015年，台商在沿海地區的

投資，呈現不升反降的情形。然而同一期間台商在中國大陸內陸地區

的投資，卻從 2008年的 432.3百萬美元，上升至 2015年的 2,387.5百

萬美元，成長達 5.5 倍之多。顯示台商投資中國內陸，呈現穩定的上

揚趨勢。

表 5 台商投資中國大陸沿海與內陸地區的比較 (2008-2015)

資料來源：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兩岸經濟統計月報（http://www.mac.gov.tw/lp.asp?
ctNode=5720&CtUnit=3996&BaseDSD=7&mp=1，取用日期：2017/01/29。）

* 根據兩岸經濟統計月報計算得出。但月報僅列出每年前 12個省分地區，其餘皆列入「其
他地區」。上述統計並無列入「其他地區」部分，故沿海與內陸金額與實際投資金額會
略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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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制度誘因驅動下，自 2008 年起，台資工廠在

地理空間的分布，從沿海快速地延伸到內陸各地。不過，台資廠商前

往內陸設廠的動機，在河南周口市與四川遂寧市這兩個地區有明顯的

差異。為何如此？本文認為，應與這兩個地區分屬兩個不同的鑲嵌類

型有關，以下將據此作進一步的分析。

五、河南周口台資企業：

接近在地勞動力

（一）接近在地勞動力

兩家母廠原都設於廣東東莞的台資鞋廠，一家製造女鞋，一家製

造運動鞋，分別於 2008年與 2009年決定轉往河南投資設廠。負責當

地工廠經營的台資主管，提及當初為何選擇來河南周口市的動機：

兩千零八年那時候，我們在南方已經很明顯感受到用工缺工

已經一年比一年嚴重，這個產業如果要繼續，其實最需要的

就是充沛的人力。……（當初我們討論）在中國還有哪些地

方有比較充沛的人力資源，又有招商引資的優惠政策，那可

能就在這樣條件下，我們做一個選擇。7

……像我們這種傳統製鞋產業，是人力密集的。因為是勞力

密集產業，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人，在廣東，人愈來愈留不住

的過程中，我們只好找這些「線」從哪裡來。那這些人一般

出來打工，從河南、湖北、四川，……到河南的話，第一，

它符合人力資源豐富，第二，它的勞動成本相對廣東有一段

差距。8

7 台資企業主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參考表 3，以下類同），2011/08/06。
8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B，2011/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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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台籍主管都不約而同地談到，勞動力的缺工及成本因素，是

東莞製鞋業與一般勞力密集產業，在 2000 年後期開始考慮將工廠遷

移、布局到內陸地區，設立新廠的主要動機。正因如此，河南作為人

口大省，具有獨特的條件優勢，讓沿海面臨嚴重勞工短缺的台資製造

業廠，在考量往內陸地區遷移時，往往將它視為必經的投資考察地。

根據 2013 年中國河南省統計局發布《 2013 年河南人口發展報

告》（河南統計 2014），河南省擁有超過一億人口，但人均 GDP 約

為 5,520 美元，僅為廣東省人均 9,474 美元的近六成，排在全國省市

地區的後段位置。此外，河南位於中原地區，向來以傳統農業大省自

居。據另一項統計，該省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口，是第二、第三產業加

總的 1.78 倍（國家統計局 2008），可見從事與農業相關的初級生產

人口比例相當高。這些製造業主思考的是，如果遷移至該省可以將當

地農業人口順利轉換成工廠的勞動力，那麼之前在沿海遭遇的缺工問

題即可迎刃而解。

除人力問題外，就勞動成本工資部分，河南作為內陸省分也具有

優勢。如 2008 年時，深圳最低工資為 900 元，同一時期周口市市區

及其下轄的項城市 9 最低工資為 550 元，但台資廠選擇投資的周口商

水縣、西華縣等，則為 450 元。 2011 年深圳基本工資上調至 1,320

元，周口市區及項城市調整為 950元，商水、西華等縣城則上升至 820

元。 2015年 7月起，周口市區及項城市再上調至 1,450元，商水、西

華等縣城為 1,300 元，但深圳市也相應調高至 2,030 元。整體而言，

過去十多年，中國大陸基本工資幾乎不分沿海與內陸地區都呈現大幅

上揚的趨勢。不過，屬於內陸地級市的周口市及其縣城地區，還是比

沿海發達城鎮地區有近 450 元至 730 元不等的落差，只有深圳市的

50% 到 64% 不等。理論上，中國內陸地區既然擁有豐富的勞動力資

源、工資單位成本較低等有利因素，不是應該期待外資企業及台商大

舉內陸遷移嗎？然而至目前為止，台商往內陸遷移的情形，並沒有發

9 同時參考註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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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早期遷移至珠三角地區那樣快速群聚的現象。為了解答這個問

題，有必要從勞工與管理者的角度，進一步分析台資工廠內遷時所遭

遇的挑戰。

（二）內遷的挑戰：勞工 vs 管理者觀點

1.勞工角度觀點

究竟當台資工廠遷移內陸地區後，工廠員工要從何而來？在內陸

地區成為生產線的員工，又是怎樣的一個過程？以 2008 年設於周口

的東華鞋廠為例，10該廠成立之初即擁有約 1,100名員工，11是當地縣

城聘僱員工最多、規模最大的一家外資工廠。員工除了少數來自南

方、北調的陸幹及台籍幹部外，主要來自當地國營企業遭逢縮編、關

廠、轉投資而下崗的工人、未外出（或曾短暫外出）沿海城鎮工作的

年輕人、從沿海工作回流的人口、或是當地尋求再就業的已婚婦女

等。據管理幹部敘述，生產線員工年齡從 18歲到 58歲都有，平均年

齡約為 35歲，且以女性為多數。12工廠生產線員工的共同特徵是，幾

乎都是來自河南的當地人。

該鞋廠一位主責針車部門的馬課長（ 38 歲），當問及她選擇進

入台資廠工作的主要動機時，即毫不思索地回答：「離家近嘛」。13

馬課長是周口縣城區的本地人，工廠離家距離僅約一公里，每天上下

班皆以腳踏車代步，形容「出廠門，就到家了」。馬課長在完成中專

學歷後， 1997 年曾前往珠三角地區，在一家玩具廠工作，「懷著好

奇心嘛，沒去過廣東」，工作是採 12小時兩班制輪班，「壓力很大、

很緊張」，第一個月辛苦下來，才掙得 400多元。一年多之後，「家

10 工廠名稱已匿名化。
11 該公司實際員工數目遠超過上述數字。據該公司核心幹部指出，如果將工廠外包生產

單位納入計算， 2013年時該廠在河南周口員工總數達 2,100名左右。該公司為為達生
產規模乃擴大招收員工，除了在當地設立生產的總廠之外，更深入縣城城區內，設置
多處支援的外包生產單位。（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0）

12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0。
13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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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讓回來，畢竟 20 多歲了」，馬課長於是就在家人勸說下回到河南

老家，並於 1999 年結婚， 2003 年生下一位男孩。 2008 年 10 月 18

日，馬課長很清楚的記得，從家裡電視看到東華鞋廠的招聘廣告，旋

即前往應徵，並獲錄取成為正式員工，一路從普工、助理、組長升到

2013年受訪時的課長職位。身為工作現場的管理人員，她看到在內陸

成為一名工人，確實相對不易，「在沿海工作過的適應能力比較強，

一教就會，沒有進過廠的，什麼邊距幾毫米啦，他都不知道，你要反

覆的教，要做卡板給他，他還不懂，像年紀大的，教他三遍五遍都教

不會」。她看到沿海與內陸兩地員工的一個基本差異是，在內陸「他

們本身就是當地（人）嘛，好多都有田地的」。當地人、有田有地，

這兩個特性確實是研究者在許多內遷台資工廠員工身上普遍觀察到的

現象。不管是位於廣西靈山縣區的大型台資製鞋分廠，或是同樣屬鞋

類製造，為企業分工下扮演沿海母廠鞋面加工角色的湖北廣水市的台

資廠，都指出廠內員工普遍皆兼有農民身分。14

很明顯地，當台商將工廠遷移內陸後，情況開始有了轉變。過去

在珠三角地區常見的情形，是勞工以跨省分、跨地區的移動方式進入

工廠工作，而現在則變成台資工廠主動接近在地勞動力；尤其是深入

三、四線的農業縣城，以農民身分為主的在地居民，便成為工廠生產

線員工的主力。因此，將工廠設置或遷移回溯到農民工的家鄉，就愈

凸顯台資工廠須面對如 Amin 與 Thrift (1994) 所指出的，生產必須建

構在地方之上，同時亦深受地方的影響。當然，台資工廠到中國內陸

設廠，並不同於到越南、柬埔寨等地，或如中國大陸廠到非洲坦尚尼

亞 (Men 2014)設廠，首先必須解決語言溝通上的問題。不管是北調的

陸籍幹部，或是外派的台籍管理人員，還是可以用普通話與在地居民

員工進行溝通。然而，台資工廠來到河南周口所面臨的挑戰，實際上

卻沒有比較少。

14 台籍管理者訪談，廣西靈山縣，廣西A，2011/08/22；中國大陸籍廠長訪談，湖北廣水
市，湖北 A，2013/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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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者的觀點

台資廠商進入內陸城鎮的河南周口地區設廠，雖然在起始階段曾

嘗試延續沿海地區實行的方式進行員工訓練與管理，但管理人員很快

就發現，要操作紀律化的勞動體制，將進廠的勞工變為沿海地區那樣

「兢兢業業」的打工仔或打工妹，不只難度相當高，甚至幾乎不可

行。一位在周口商水縣台商工業園區設立初期即進入設廠，從事外銷

雨傘傘把製造的台籍副總指出：

其實會到沿海的，就是……比較想要賺錢的。……但這裡當

地人就是找個工作，只要有錢賺就好，那個心態就不一樣了。

……像我們是做機械操作的，（員工）年齡層大概 31 歲以

上到 50歲左右，平均年齡比較高，……我們沒有年紀限制。

但會來廠的年輕人都做不久，……就算是就業，就像台語講

的「罔賺」，因為當地人不知道要做什麼，就來做工。15

不管是大陸籍或台籍管理者都普遍同意，內陸地區的工廠員工表

現的工作態度，遠不如沿海地區積極，因而導致生產效率出現明顯落

差。管理者擔心的問題是，即使母廠接單穩定，一旦「人員培訓不到

位，或是人員操作有問題，使得品質降低，會導致客人（買主）以後

更不敢下訂單」。16 但從管理者角度認為員工皆是以「罔賺」的心態

來看待工作，其實等於指出，台資工廠進入內陸後，勞工看待工作的

方式，與沿海地區有明顯差異。而造成這個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

來自於前述所指出的，在內陸省分進入工廠的勞工，除了是一名工人

之外，他還是一位農民。也就是說，內陸地區的工廠員工，他們普遍

具有工人與農民的雙重身分。這是許多設置於內陸地區如河南周口等

地的工廠，必須面臨當地季節性的勞動力不穩定的問題，比如在春夏

15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C，2011/08/06。
16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0。



受地方限定的工廠 87

之交或秋季因農作物收成而形成的「農忙」時間，便是如此。在周口

縣城區一位台資鞋廠的台籍管理者指出：

（這裡玉米的收成是在） 9 月、 10 月，小麥是 6 月，小麥

收成是比較快速的，用機器收割，但收玉米會有一個曬玉米

的時間，加上（去市場）賣，再去種麥，所以它時間相對拖

的比較長。如果我們全部都是做出口的訂單，客戶的交期是

固定的，他不會因為我們有農忙時間而改變，往往就是在這

個季節最容易出現一個空窗。17

同時，內陸的台資工廠，無論是從事成衣、鞋業製造，或是從事

外銷傘把製造等，雖然工廠的生產仍是以女性為多數，但是，只要走

入工廠車間，就不難發現，以往沿海地區年輕打工者的意象，已大幅

改變，取而代之的工廠生產的主力則是年紀普遍要大上許多的中年工

人。

當內陸省分地區的年輕人普遍仍是前往沿海地區尋找機會，進入

內陸工廠工作的員工，則以農村家庭，尤其是農村的已婚女性為主。

「留守家庭」的成員 (Jacka 2014) ，反而成為台資廠內陸遷移後，招

募勞工的主要來源。當然這些留守家庭成員，不必然是一直生活在農

村社區，而毫無沿海經驗。前述訪談的馬課長，以及田野接觸的眾多

台資廠生產線員工、文員、在地幹部等，都或多或少有沿海的工作經

歷，她們只是在適婚年齡後回到家鄉成親、生子，從此留在農村生

活。這些在地員工，特別是農村已婚女性，她們往往必須同時扛起家

庭照顧與工廠工作兩方面，而基於角色性別上的分工，有時甚至必須

以家庭照顧優先於工廠的工作。周口市區及縣城兩家不同台資製衣廠

的受訪者（一位是陸籍擔任輔導員的員工、一位是台籍管理部經理）

即指出：

17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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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農村，兒子發高燒、女兒生病了，要請假、住院，要

辭工了，所以說一系列的問題。18

農村戶口，她們為了照顧家裡的小孩，又照顧那些麥田，所

以她們出不去嘛。當她們農忙的時候，會把我們的工作撇在

一邊，這是過去我們待過地區沒遇到的情況。實際上她把你

的工廠當成第二順位，家庭、家裡面那塊田，永遠都排在她

們心目中的第一順位，等忙完了那些，她再進工廠上班。19

3.台資工廠的回應

從勞工及管理者角度都指出，外資廠商在內陸設廠，所面對的是

與沿海地區性質相當不同的員工。同時，不管是從勞工的工作心態、

在地社會季節性農忙，以及勞工看待工廠工作的優先順序來看，台資

工廠欲沿用沿海的勞動管理模式於內陸地區，事實上並不可行，因為

無法一成不變地將原有模式套用在同時具有農民身分的本地員工身

上。東華鞋廠的馬課長就指出，沿海的工廠管理「不是人性化的、沒

有人情味」，假使來到內陸地區仍沿襲同樣的管理方式，她斷言「在

這邊用那種方式肯定完了，人都走了」。此外，在廣西靈山縣的台資

製鞋大廠資深台籍幹部也承認，設置新廠起初沒有將在地員工的變數

納入考量，導致生產損失，「像是農忙啊，其實我們一開始沒有考慮

到，所以吃了一點虧」。20

事實上，上述東華鞋廠馬課長所指陳的現象確實存在。該廠的最

高主管於訪談時指出， 2011年時工廠的員工數，包含廠內及廠外（於

社區設置外包廠）約近 1 千 8 百人，但是從工廠設置開始三年時間

內，「進進出出的人可能超過 5千人以上， 5千人次以上，甚至 6千

18 資深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D，2011/08/10。
19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E，2012/08/07。
20 台籍管理者訪談，廣西靈山縣，廣西 A，2011/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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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了」。21 生產線員工的高流動率，迫使管理者必須去回應，如何

讓具農民身分的在地居民，願意轉換成為工廠的工人。

河南周口地區的台資廠為了讓工廠可以順利的運作生產、員工的

流動率可以下降、穩定下來，不管是從招募員工、管理制度、生產方

式，甚至與員工的互動，都主動地或被動地回應工廠在地員工的特殊

社經結構與文化慣習。比如，研究者在 2011年與 2012年前往拜訪周

口地區時，當地一些台資製鞋工廠正好在招募作業員，工廠門口偌大

的招工牌寫著：「因本公司擴大生產，現急需招收成型人員，男工年

齡 17-30歲，女工 17-35歲」，或「大量招收男女作業員，年齡 18-45

周歲」，但在 2014 年再次造訪時，許多廠商的招工牌上紅色體字卻

已悄悄地改為「大量招收男女作業員，年齡 16-50 周歲」。將年齡條

件放寬，即是為了向上納入更多高齡、但有工作能力的本地居民，或

是基於家庭等因素未（或尚未）能到沿海地區發展的年輕在地人口，

可以進入廠裡工作。此外，由於許多在地員工相對高齡，有的甚至從

未有工廠經驗，他們進廠的適應期較長，因此台資工廠都會為新進人

員提供保障底薪制—「我們是保底 1,400 元給他的」，並且將之延

長為三個月，一位基層擔任管理幹部的陸籍員工如是說。22

同時，針對進廠員工已婚在地婦女比例高，台資工廠外頭擺放的

招工啟事，還會出現特別強調諸如「本公司採用每日工作 10個小時，

不再另行加班。每月至少 4天休假」。23 其目的即是為了吸引當地留

守婦女，工廠工作也可以同時兼顧照顧家庭需求，所做的安排。幾位

選擇進入一家位於周口台商工業園區內的台資鞋廠，年齡介於 30 至

40歲的本地已婚女性作業員也指出，「離家近」、「工廠收入還是比

農忙高」、「工廠工作的時間不要太晚，因家裡有小孩嘛、小孩還

小」、「要有至少週日的休假」，是她們改變待在家裡當全職家庭主

婦，而進入廠裡工作的重要因素。24

21 台資企業主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1/08/06。
22 資深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3/08/11。
23 2014年周口市商水縣位於台商工業園內一家台資製鞋廠的「招工告示」，河南 F，。
24 三位中國大陸籍員工於工作車間的焦點群體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F，2014/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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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數員工仍具有農民身分的情形下，當大規模的農忙即將到來

時，周口台資廠則設計出所謂的「農忙假」以資因應。「農忙假」如

何運作？當地一位台商解說他們的情形：

（「農忙假」的時間是怎麼決定？）

問員工，讓員工投票。所以是快到（農忙）的前一兩個禮

拜，他們依經驗投票，哪幾天要收，然後以大部分人為準。

因每一家時間都不一樣，不可能滿足所有人，所以就大約放

那幾天……收小麥的話應該是 3、4天，玉米稍微久一點是 4

天吧。25

不過，這並不是單方面的指內陸台資廠在管理上可以完全不受生

產拘束，而提供更多假期給員工，而是內陸工廠在生產上必須做出相

較於沿海地區的外資廠，更多有利於工廠勞動者的調整。東華鞋廠一

位由南方北調的資深大陸籍員工指出，工廠的生產可以透過適度地往

前集中、或往後挪移，而解決農忙的問題，「因為這季節性我們都清

楚，大概就十天左右，那我們在十天前，跟十天後，訂單安排好，中

間這段時間農忙時，我們可以騰出適當時間給員工」。26

由此可以發現，台資工廠愈是深入內陸地區，愈是進入到農村社

會的在地結構，員工在從事工廠生產之同時，往往需要兼顧家裡農作

的生產。因此，如果想要吸引這樣的員工進廠工作，台資廠就必須順

應當地的社經結構，比如，放「農忙假」讓有莊稼員工可以回到家裡

收成，協助農作生產，或是調整上班時間，讓工廠的員工，特別是已

婚員工，可以兼顧家庭的餵養工作。這些都是台資工廠在內陸設廠

時，在勞動生產上所做有別於沿海地區的在地調整。

對這些在地居民而言，工廠工作之所以獲得認同，而且願意投

入，一方面在於它提供農村家庭除農作之外的另一份穩定收入，另一

25 台籍管理者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G，2012/09/07。
26 資深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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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同樣重要的是，它讓員工能在工作崗位上再現良好的鄰里關

係。兩位鞋廠生產線員工指出：

之前我們一下子下崗來，感覺找不到方向來，哎呀，感覺到

生活，特別是有了女兒，一下子生活壓力特別大。……現在

已經無所謂，感覺到在這裡，也不必說非要國營廠那碗飯

吃，現在再進到 XX（台資）廠，我感覺到挺不錯，又能照

顧家又能照顧孩子。27

……（這裡工作最開心的是）同事之間這個氛圍。在我們那

個部門兒來講，就是說這些兒的同事在一起，感覺這是最快

樂的事，一天到晚，工作都順順利利，感覺這是最好的。28

六、四川遂寧台資企業：

接近在地供應鏈

（一）接近在地台資供應鏈

工廠遷移的考量因素各不相同，河南周口的台商主要是接近在地

勞動力，而四川遂寧地區的台資廠（目前主要都是以電子廠及相關配

套關連廠商為主），他們遷移的主要動機，就與周口台商迴異。一位

從事印刷電路版加工的台資廠老闆指出：

我做 PC 板鑽孔加工，……是進行 PCB（Printed Circuit

Board，印刷電路板）產業裡面的加工程序，客戶就是 PCB

廠。…… PCB廠的客人就是像富士康這種成品廠，那成品廠

基本上就是在這四、五年中間陸陸續續都已經進到西南來

27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4/10/12。
28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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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像富士康就很典型的，他們進到西南來了，那相對的

PCB廠，也會到西南來。我們考量是我們的客人來了，我們

就跟著來了。29

前往遂寧的台資廠商，尤其是電子廠，他們遷移或在當地布局的

主要目的，倒不是當地豐沛的勞動力，而是跟隨電子大廠進行遷移，

例如在成都設置分廠的富士康、仁寶電子、緯創資通等，以及在重慶

設廠的廣達、英業達等。儘管重慶與成都的發展，相較於沿海幾個國

際城市而言稍微落後，但是兩者都是中國西南區經濟發展最快速的主

要城市。由於遂寧市在地理上恰巧居於二城市的中點位置，與二城市

距離各約 140 公里左右，又屬於縣級市，工資成本也較兩個大城為

低，地方政府還特別規劃專屬「台商工業園區」招商引資，因此得以

成為許多中小型台資廠商在川渝經濟區的主要落腳地。

（二）內遷的挑戰：大陸籍員工vs台籍員工、管理者觀點

1.大陸籍員工觀點

如上所述，儘管遂寧的台資工廠在遷移的動機上是為了服務產業

鏈上游的台商大廠而進入設廠，但進入遂寧設廠後，台資廠所面臨的

經營管理上的挑戰，主要仍然是來自於工廠員工的因素。

一位祖籍於湖北黃崗市，在前述台資 PCB加工廠工務部門任職的

吳姓大陸籍員工（ 36歲），30出身於農村，在家中三位小孩中排行最

長。他在家鄉就讀高中，還沒畢業就決定參加一個職業培訓，並於

1996年到沿海打工，「不甘於務農，所以就到沿海那邊去尋找工作機

會」。他認為滿 20 歲就應該經濟獨立，「不好意思向父母要了，要

自己去掙得工資」。在沿海工作 2年後，他回老家相親結婚，並在鎮

上開了一間電視維修店，可惜經營不順利，於是後來又回到沿海地

29 台籍企業主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A，2012/07/16。
30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A，2012/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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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並且在 2000年進入上述原來在東莞設置的 PCB廠，「這個當時

是屬於高科技的，主要是對這個有興趣，隨著做，時間就長了」。

2010年，他跟隨這家 PCB廠遷移到遂寧。

吳姓大陸籍員工因具備了不同的工作經歷，他評價遂寧本地與沿

海員工群體的工作精神時認為，「那是有差的，責任心的差別，沿海

的比較有責任感」、「在沿海那邊有很多現實問題，你老是跳槽也不

是好辦法，想進到公司又不好好做，就會被淘汰，連吃喝最簡單的問

題就會出來了」。根據他的觀察，本地人進入工廠常出現的工作態度

是「培訓時，上進心不足」，「他不贊同你的工作方式理念，就會離

開」，「就拿我下面這幾人來講，比方說你要他修一個東西，他上午

修好了，就會認為他幫公司節省了 2、3 百塊的價值，下午就可以少

做一點，或是不做事了」，「就是沒有像沿海的那樣緊張上進。他只

會很平淡、很淡定，他就算白天被解雇了，晚上還是可以回家」。相

對於農民工在沿海被規訓化的工作態度，遂寧台資廠的員工有在地社

會的網絡支撐，看待工廠工作並不是唯一。

2.台籍員工、管理者觀點

來到這邊你就會發現……有要出去賺錢的四川人，就是往東

南沿海地區……想要賺錢的，都已經出去了。能在這生活，

留在這沒出去打工的，基本上都很悠閒，沒有生活壓力。31

這是一群台籍人員在 2012 年前往遂寧當地考察後得到的初步印

象。他們所屬的公司的母廠，原設置於江蘇昆山與上海，但因應客戶

要求，打算前來遂寧設廠，並且已經購置好廠房，即將投入生產。在

焦點團體訪談中，他們一再對比內陸當地文化與沿海勞工的文化，都

覺得有明顯差異。從這些台籍人員角度觀察下的在地社會，是一群生

活無憂、毋須仰賴工廠工作的本地人。

對於已經在當地設廠的台資工廠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則是實務上

31 三位台籍管理者焦點群體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B，201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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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廠管理運作與在地文化的碰撞。一家在遂寧地區聘僱有約 1,500

位員工的電子製造大廠，主責管理部的台籍員工即指出：

你在內地嘛……，所有的家屬親人都在這裡，當然今天誰結

婚，今天怎麼，一定要請假處理。如果在外地，舉個例從四

川去上海（工作），從上海請假回來要請好幾天，所以會考

量反而不請這個假。在內地……，有時請半天假去處理事

—小孩學校有事請個半天，很正常。32

四川遂寧與河南周口一樣屬於地級市，台資廠在當地地方政府規

劃下，雖皆座落於城區的經濟開發區內，但工廠員工並非像沿海一樣

來自跨省的民工，而主要來自市區周邊範圍的農村戶籍人口。與河南

周口地區台資工廠對照來看，雖然遂寧台資廠員工較少來自從事耕作

的農民，毋須在農忙時期請假，但是員工頻繁請假的情形，卻是兩地

工廠經營管理同樣必須面對的問題。如周口台資廠主責生產管理的大

陸籍員工就指陳—「他家就在這裡，他有事情一定要去處理，我們

必須允許他，你不允許他，那他說大不了我不做」。33在內陸地區，

台資工廠員工請假的頻率高，間接導致員工的流動率也高，一家 PCB

板廠台商指出，「我們才來一年多，這一年多中間，也差不多走掉一

半的人」。

此外，在遂寧設廠的台資廠仍是以製造業為主，對處於供應鏈下

游的生產者來說，遇到季節性大量訂單且有交期壓力的時候，請員工

配合「加班」就成為工廠生產管理過程中所必須要求的一部分。然

而，台籍管理人員指出，本地員工普遍對工廠加班的要求，都比較不

願意配合。一位遠從廣東調派過來四川遂寧的電子廠資深大陸籍管理

人員，在比較過沿海與內陸工廠員工後說：「他們不太願意加班，

32 台籍管理者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C，2014/10/21。
33 資深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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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海，員工來這個工廠，就是把自己當作這個工廠的一分子。

可是來這邊，員工就沒有這個概念」。34 換言之，他認為當地進廠的

本地人是一群不願意加班的員工。

3.台資工廠的回應

在遂寧的台資工廠確實在設廠初期，或多或少都經歷因本地員工

請假頻繁、對工廠加班的要求配合意願低、工作表現與工作態度均明

顯與沿海地區截然不同等問題，而形成的高員工流動率的震盪期。然

而，為了獲取遂寧的地理優勢，以便持續就近服務客戶的考量下，許

多台資廠轉而透過調整對外與對內的管理措施，比如更改招募員工的

條件、改變與員工的溝通方式等，務求營造在當地生存的利基。一家

負責處理廢棄金屬的環保科技廠，搭配電子廠遷移落腳遂寧工業園

區，負責管理的台籍主管即指出，放寬招工條件，不把目標限定在年

輕勞工，反而可以招募到更多適合工廠工作的員工，「因為我們企業

不是大企業，用工人數也不多……要招（年紀） 40到 50這個階段，

在遂寧反而好招，剛好我們公司也有這部分的需求」。35

此外，對於公司運作需要 12 小時輪班的要求，台籍主管則採取

逐一與員工懇談的方式，讓在地員工清楚瞭解工廠運作的制度：

第一，是在他的薪酬上，明確算給他看，平常 8小時一班，

一個小時多少費用，那加班以後是多少費用，……讓他具體

了解。第二，跟他講我們企業性質是什麼，或許以前他們沒

接觸過，……勞力密集的產業整個的生態。……有到沿海工

作的員工，因為他們畢竟本地人，就會好溝通……。光用人

穩定，我們去年大概花了 7、 8個月時間，進行磨合。36

這些管理人員反映，持續不斷的與員工進行溝通與說服，確實是

34 中國大陸籍廠長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D，2014/10/27。
35 台籍管理者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E，2014/10/25。
36 台籍管理者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E，2014/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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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獲取在地員工信任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四川向來是勞動力人口

輸出大省，內陸工廠員工薪資的逐漸提升，很可能促使長期出外到沿

海地區打工的農民工逐漸回流。一位台資 PCB 廠的資深大陸籍員工

（ 39 歲）指出，「跟著我們那批出去的話，大概有一半的人已經回

來了」，「想一想也是自己老家嘛」。37 長期旅居沿海地區的農民工

願意回鄉，有助於往內陸遷移的台資或其他內外資工廠，可以很穩定

的招募到有工作經驗又願意進入工廠工作的在地員工。

七、「移工」組成改變下的內陸台資工廠

縱觀過去廣東模式的發展經驗，中國大陸珠三角地區外資企業員

工的主要來源大都為非本地的員工。然而，台資工廠從沿海地區遷移

內陸後，無論是工廠勞工的來源，抑或工廠管理所面臨的挑戰，前述

兩種類型的分析都指出，長距離移動的農民工已大幅減少。儘管這些

工廠仍雇用有少部分省內、跨縣城移動的民工，但整體來說，勞工的

主要來源傾向僅能仰賴工廠所在地（包含來自鄰近的）農村或縣城地

區的在地居民。38也就是說，隨著台資工廠在地理空間上往內陸遷移，

在地員工的比例遠遠高於來自外省分的移工，從而出現兩種不同行動

尺度的員工的重新組合。內陸台資工廠員工的「移工」屬性大幅下

滑，取而代之的則是具「本地居民」身分的員工大幅上升。

究竟員工屬性出現結構性轉變，會對勞動體制產生怎樣的影響？

Lee (1995; 1998)的研究補充Burawoy忽略性別化勞動控制的面向，指

出沿海外資工廠常見以年輕的女性農民工為主，工廠透過性別化的管

理，使得工作場所中的女工同鄉連結只能以小群體方式存在，並且出

現省籍隔閡。外出務工者的老鄉連結，是這些人在沿海地區的主要認

37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四川遂寧市，四川 A，2012/07/18。
38 關於內陸台資工廠移工與本地居民的比例，目前尚沒有大規模的抽樣調查資料。但根

據鄧建邦 (forthcoming)在 2014年針對河南與遂寧的五家中小型台資廠生產線員工所做
的一份非隨機抽樣調查指出，在蒐集到的 170份有效樣本中，只有 15.3%（26份）員
工來自外市或其他省分，其餘 84.7%（144份）員工則回答為本市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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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在，但在車間管理者威嚇性控制、操弄、甚至剝削員工的地方性

網絡後，使得這些女性成為馴服、無知及沈默的工廠勞工。不過，Lee

所描述的中國大陸外資工廠的勞動體制，主要是針對 90 年代初期的

情形，儘管注意到沿海珠三角地區與香港勞動體制的差異，但對田野

個案 Liton 工廠既無提出新的觀察結果，也沒有考量時間軸的變化。

彭昉 (2007)的研究，注意到沿海晚近勞動環境的變遷，台資工廠對待

勞工的專制性體制也在調整與轉變，然而員工多數仍住宿廠區之內，

工廠生產者仍舊以外來農民工為主，形成一種以農民工為主的霸權式

宿舍勞動體制。本文研究的台資工廠，絕多數是以女工為主，但是Lee

所描述的專制體制卻無法在工廠中運作，也不見彭昉所指稱的宿舍勞

動體制情形。

本文分析指出， GPNs 觀點強調鑲嵌的時間性與空間性 (Hess

2004) ，確實在晚近的台資廠內陸遷移過程中，形成影響工廠體制的

重要變數。過去相當長的時間，沿海的外資企業，特別以台港資為主

的外資製造業，它們的勞力密集特性與低價勞動成本策略，關鍵都是

以外來農「民工」 (rural “migrant labourers”)作為工廠生產的主體。但

到內陸後，由於員工屬性出現結構性轉變，台資廠想要複製沿海勞動

體制到內陸工廠的企圖，就受到直接的挑戰。在廣東模式下的台資工

廠，負責工廠生產的是一群長距離遷移的移民工—一群非當地戶籍

的農村戶口，以及受地方政府低度保障的農民工。然而台資工廠遷移

內陸縣城地區後，工廠運作的核心成員，雖然也同樣可能來自農民工

群體，但他／她們卻是一群兼農的本地勞工（如河南周口台資廠案

例），或是一群具農村戶口的在地居民（如四川遂寧台資廠案例）。

為何員工屬性的轉變會直接挑戰工廠的體制？又為何這樣的挑戰

會與台資廠發生連結，致使不得不作出回應，以及改變自身鑲嵌於地

方社會的態度？根據Lee (1999: 46)的觀點，「專制」指涉三個層面勞

動—管理關係的涵義：(1)勞工需制度性地依賴生產勞動 (production

work) 作為維生方式；(2) 工廠對勞工施加威嚇性 (coercive) 的勞動控

制；(3)勞工對於這種控制因侵犯其實質利益與道德觀而感到集體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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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

本文研究河南周口與四川遂寧兩地的案例都顯示，台資廠從沿海

地區搬遷或布局擴充到內陸初期，管理者意圖將沿海的勞動體制複製

到內陸，同時將內陸勞工想像成具有與沿海勞工一樣的勞動觀。因此

當工廠遷移到內陸地區，遭遇意料之外的「農忙」時，管理者第一個

反應是「其實我們一開始沒有考慮到，所以吃了一點虧」。內陸勞工

面對台資工廠早期的威嚇、高壓管理方式，最初顯現的是集體的不適

應。但是他們的抵抗方式，既不是透過工會組織介入處理、也不是鼓

吹發動集體罷工（如前幾年在華南地區發生數次大規模的台資廠集體

勞資爭議） (Chen 2014) ，更不是地方政府主動介入，要求工廠改變

其管理模式，反而是如管理者所指出的，員工不配合加班，或是斷然

的辭職離開，以撤回提供勞動力最直接了當的方式進行抵抗。

從台籍管理者詮釋中所謂內陸勞工「罔賺」的工作價值觀來看，

與其說內陸工廠與沿海工廠的勞工兩者有本質上的差異，不如說是內

陸勞工依賴生產勞動以維持生計的程度，與沿海台資工廠的勞工，存

在結構性的差異，更為適切。過去沿海地區的專制體制之所以可行，

一方面是國家沒有積極介入 (Lee 1995)，另一方面則是戶口制度不保

障外來民工 (Selden andWu 2011)，沿海農民工的生計完全仰仗企業打

工的薪資勞動收入，因此被迫必須臣服於紀律化的專制勞動體制之下。

黃德北形容這群離開土地的農民，是屬於「半無產化」的勞工 (2006:

134)。他們雖然同樣出生於內陸農村，但長時間離鄉別井到沿海地區

「打工」，既遠離農事，又受沿海戶籍制度的限制，難以轉換農村戶

口身分成為沿海都市戶籍的居民。因此，這群農民工儘管長期在沿海

都市停留，卻陷入既非農人，又非現代意義的工人的尷尬處境 (Pun

and Lu 2010) 。此外，這一群處於部分無產化狀態 (partial proletarian

status) 的農民工，多半只能進入都市的次級勞動市場，從事低工資、

低保障，但高強度的勞動（Selden andWu 2011；潘毅、任焰 2008）。

確實，前述的分析已指出，在內陸台資廠的農民工只能獲取一份

低工資，甚至比沿海地區更低的經濟收入。此外，根據中國中央與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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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政府規定的社會保險制度，不管是在河南周口或是四川遂寧，企業

在表面上都必須替員工繳納比沿海地區如東莞等比例更高、額度更高

的個人社保費用（表 6、表 7）。39但是實際上，在內陸地方政府積

極招商策略下，往往沒有要求入駐的外資企業必須完全遵循中央的勞

動保護政策，在表 4設置台商工業園辦法中，並無任何涉及外資企業

應如何遂行勞工保障之條文。此外，許多內陸台商指出，內陸地區地

方政府往往允許企業僅替員工繳納部分比例的社保費用，或是招募成

為正式員工時，允許企業與員工簽訂所謂的「自動放棄社保協議」，40

以規避高額的社保勞動成本。在此情形下，在內陸台資廠的農民工即

便成為工廠員工，所受到的保障仍相當有限。

表 6 2016年社會保險年度繳費費率（企業單位繳納部分）

廣東東莞市 四川遂寧市 河南周口市

社會基本養老保險 13% 20% 20%

失業保險 0.50% 1.30% 1.50%

生育保險 0.46% 0.50% 0.5-1%

工商保險 0.2%-1.9% 0.5% 0.5-2%

醫療保險 0.05-3% 7% 8%

資料來源：廣東東莞參考 http://dgsi.dg.gov.cn/html/consult/faq/c001/4897.html、四川遂寧參
考http://www.daneiedu.com/WuXianYiJin/532407.html、河南周口參考http://www.
srssn.com/WuXianYiJin/514718.html。

表 7 四川遂寧若干台資廠繳納之員工社保費用（2012年）

（單位：人民幣）

企業名稱 員工職級 薪資 社保（公司繳納部分）

四川環保科技 技術工 3,000 689

四川半導體 普工 1,250 300-400

四川模具科技 普工 1,270 300-400

四川 PCB 技術工 3,000 600-7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9 比如遂寧一家製造模具的台資廠的高階台籍管理人員即指出，相較其設於深圳關外城
鎮母廠，公司為員工負擔的個人社保費用，內陸廠要較沿海廠為高（台籍管理人員訪
談，四川遂寧，四川 F，2014/10/21）。此部分討論，謝謝審查人提供的意見。

40 河南周口台商訪談，電話訪談，2016/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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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ai Pun與Huilin Lu (2010: 507)的研究指出，在沿海都市打工的

第二代農民工因為離農已遠，同認為「從事農作並無價值」 (farming

has no value)（同時參考Chan 2010）。然而，同樣為「半工半農」、

或是維持「部分農民」的狀態下，本研究所接觸的內陸工廠工人，並

無出現類似的情形。不同的是，在內陸的台資廠中，不管是沿海都市

回流農村的農村戶口居民，或是從未外出務工的農民，他們都無意全

然地捨棄土地，成為完全的僱傭工人，反而更傾向以兼農的身分進入

廠內工作。理由可能是，一方面，在內陸地區，農民身分對於生活在

農村地區的個人而言，仍舊具有重要意義，因為從事季節性農作與農

村生活所構成的道德基礎，是個人地方性團結認同的重要來源。另一

方面，回流民工或在地農村居民，他們以半農半工的方式投入鄰近地

理的工廠工作，在農作收入之外，也取得另一份穩定的經濟收入，對

於維繫農村家庭具有意義。41 也許正是這兩個理由，為這些內陸工廠

的工人提供了毋須完全依賴工廠生產勞動以維生的空間，同時也為台

資廠將沿海的專制體制複制到內陸的企圖之所以無法成功，提供了部

分解釋。

在沿海的移工勞動體制 (migrant labor regime) (Fan 2004)下，農民

工的勞動生產與其勞動的再生產，往往是在兩個不同空間單位的區隔

下進行，前者在沿海城鎮，後者在內陸的農村。儘管 Burawoy (1976)

曾指出，關於移工的勞動，不僅要關注勞動力本身，同時也要兼顧移

工再生產的面向，但他卻沒有進一步探討，究竟是誰去履行移工家庭

的再生產勞動。深受 Burawoy影響的 Julia Chuang (2015)同時對中國

內陸與沿海的移民工家庭所作的田野研究指出，結婚後的女性移工，

41 對於許多具有農地的內陸農民工而言，儘管工廠的收入通常高於農耕的收益，但是對
於農村的居民而言，「農地」往往代表著「家業」的傳承，使得耕作除了有經濟的意
義外，還具有道德基礎的意涵。比如，研究者在河南項城的台資製衣廠訪問一位當地
陸籍幹部指出，當地從事小麥、玉米耕作，一年各一收，每畝地僅能收成 1千斤，各
獲益約 1千餘元，以一般一個家戶擁有約 4畝地計算，至多整年獲益近 1萬人民幣（且
尚無估算投入的設備成本）。但若沒有農事耕作，「你如果連你的地都種不好……我
的伯伯爺爺都會講，這個孩子不成器，你爸爸媽媽留給你的一點土地你都不種了，他
會這樣的眼光看你」（中國大陸籍幹部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G，2012/07/09）。因
此，即便在虧本的風險下，投入農村經濟的勞動，對農村的居民還是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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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被期待離開沿海的勞動市場，回到內陸去履行移工家庭的再生產

義務，包括餵養家庭、農村農活等勞動。本研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

出，這些回到農村的已婚女性，她們不僅承擔餵養家庭、協助家庭從

事農村勞動等責任，甚至還進一步成為內陸台資工廠的重要勞動力來

源。在此情形下，從移工家庭的內陸一端來觀察，勞動的生產與再生

產，已不再是全然區隔，而是可以合併在同一地理空間中進行。

顯然地，內陸 (inland) 不只是一個地理名詞而已，在勞動地理學

者 Andrew Herod (1997)與 Coe等人 (2008)的 GPNs觀點下，它還是

作為一個特殊的地理尺度，影響台資廠的內陸遷移在地方上的鑲嵌。

在內陸的台資廠，主要搭配的不是遠距離移動的農民工，而是具地方

性的在地勞工。這群在地勞工有農業經濟生活上的需要、女性也被期

待扮演家庭再生產功能的主要角色。所以，當台資工廠選擇遷移「內

陸」、雇用工廠鄰近地居民為工人，它同時也將自身「領域性地鑲

嵌」 (Hess 2004)於農民工生存的地方社會。它的勞動體制因而深受勞

工所處社會網絡與地方經濟生活的影響，這種鑲嵌型態的台資工廠，

本文稱之為「受地方限定的」工廠。

在一個「受地方限定的」工廠中，（內陸）農民工的社會關係樣

態並不同於沿海生存的農民工。在內陸的台資工廠中，車間工作的工

人，在工作時彼此為同事，但下班離開工作崗位後，並不是各自回到

宿舍或是工廠外的租屋，而大多是回到自己在工廠附近的家。事實

上，他們這種既是車間同事，又是鄰居／親戚的情形，在內陸台資工

廠中相當普遍。這種透過工廠再生產出來的社會關係，一位在周口台

資鞋廠的河南籍廠長如此形容，內陸工廠的員工大家是「低頭不見，

抬頭見」，42 意味著廠場裡的員工關係交錯、彼此間具有多重的網絡

關係。然而，若放在同樣是由多數女工組成的工廠生產勞動脈絡來

看，內陸台資工廠內車間生產線員工的互動模式—「在我們那個部

門兒來講，就是說這些兒的同事在一起，感覺這是最快樂的事」，卻

42 中國大陸籍廠長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F，201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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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弔詭地更趨近 Lee (1993; 1995)描述中的 Liton公司香港廠，而與僱

用農民工為主的 Liton 深圳廠大相逕庭。關於深圳廠與香港廠的工廠

體制， Lee賦予不同的描述。她將前者描述成「打工妹」，而將後者

描述成已婚女工 (matron workers) 。後者既重視家庭，也重視工廠勞

動，但把工廠工作置於次要地位。本文研究內陸台資工廠的已婚女性

勞動者，亦得出同樣的結論。

然而，內陸台資工廠的勞動控制，並不必然從此轉向霸權體制，

迄今為止，尚無充分的資料足以證明內陸台資廠的勞動控制已完全由

勞工的勞動共識所取代。從上述的分析可知，主要差別在於台資工廠

企求在內陸生存，它必然在追求生產效率的過程中，同時得面對「受

地方限定」的現實 (Men 2014)，並在勞動體制上回應員工同時兼具農

民身分、員工對「再生產」的需要、員工與社區生活的連結等問題。

由於員工兼具農民身分，有農田農地需要耕作、收成時，台資工廠一

方面配合農忙彈性調整生產時間，一方面給予員工「農忙假」，讓員

工可以同時兼顧農事與工廠生產。其次，考量農村已婚女性因家庭照

顧、餵養工作而來的再生產需求 (Liu and Yu 1977; Jacka 2014)，台資

工廠則提出包括減少加班、加班時數縮短、工作日每日定時回家、給

予常態性例假日、允許為照顧家人而請假等作為回應。再者，因應農

村內或社區中的婚喪喜慶、「走親戚」43等習俗，除了給予特別假外，

部分台籍和大陸籍管理者更指出，如果收到員工，尤其是資深本地籍

員工的邀請，他們都會積極參與。至於從沿海省分隨台資廠遷移外調

到內陸的大陸籍幹部，也因長期與本地員工密切相處「打交道」，往

往可以跨越幹部與員工、上級與下級之間的隔閡，經營出外地人與本

地人的濃厚情誼關係。一位台資製鞋廠北調資深陸籍員工就指出，

「我感受到他們（本地員工）對我挺好，……因為他們本地人，不都

家裡都有田有地嘛，有水果或（收成）花生，他們會很主動送來給

我」。44

43 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C，2012/07/07。
44 資深中國大陸籍員工訪談，河南周口市，河南 A，201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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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可以說，在地理尺度的運作上，內陸本身就是一個特殊的整

體。在沿海地區，台資廠不僅可以擁有自身的管理邏輯與文化風格，

甚至可以輸出台資廠勞動體制給部分新興的中資企業。45 然而，在內

陸地區，當勞工的制度性依賴生產勞動情形、勞工價值觀、勞工社會

關係型態等產生改變，台資廠的勞動體制也必須跟隨修正，並調整其

鑲嵌於地方社會的管理策略。

八、結論

本研究旨在檢視在晚近中國經濟崛起的浪潮下，沿海台資製造業

工廠由於勞動成本高漲、缺工現象嚴重等問題而被迫遷往內陸後，它

們的勞動體制究竟發生什麼樣的變化。過去有關中國大陸外資工廠，

特別是港、台資工廠的勞動體制之論辯，都傾向從Burawoy的專制體

制觀點解釋。 Burawoy 認為，只要管理者擁有使用威嚇式控制的能

力，他們就會傾向採取專制的管理方式，惟有國家主動介入才能遏制

這樣的管理手段。不過，後續的實證研究對這樣的看法提出挑戰，有

的補充了性別化的觀點 (Lee 1995; 1998)，有的強調台資工廠的勞動控

制，也可能出現趕工遊戲形塑勞動共識的管理型態（彭昉 2007）。本

文試圖在以上論點之外，提出一種新觀點，研究者發現，即使在國家

低度介入的情形下，專制式勞動控制仍有可能受到遏制，而必須尋求

改變。

本文透過全球生產網絡 (GPNs) 的觀點，發現勞工及其所存在的

地方社會（內陸），是影響企業鑲嵌與勞動體制的關鍵因素，而檢驗

勞動體制的變化，尤應重視時間性與空間性。本研究的發現與Eyferth

(2006)的觀點相呼應，同認為勞動工作場所的研究，應重視日常性勞

工的微視政治。台資工廠到了內陸以後，管理者與勞工的日常互動，

45 鄭志鵬 (2016)近來關於珠三角地區中資企業的研究指出，許多曾在台資工廠工作的陸
籍幹部，即使在離開台資企業轉而自行創業時，他們的勞動管理模式仍深受原台資廠
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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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使管理者感到訝異，原來他們所面對的是一群「不馴服的勞

工」，這群勞工加班意願低，請假比率高，勞動價值觀迴異於沿海地

區。當然，台資工廠可以選擇撤退 (Chen 2014) ，或再度遷移他地。

然而，誠如 Neil Smith (2008)所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模式，固然一

方面必須持續地尋找、轉換一個更有利投資的地方，但另一方面，也

必須同時固著於「地方」，方使得資本的累積可以發生（同時參考

Herod 2011: 8）。對於訴求勞力密集，勞動成本占生產成本比重較高

的台資製造業而言，一個在當前中國崛起、經濟逐漸壯大的過程中，

還仍提供相對低廉的勞動成本，或是具有新開發產業供應鏈潛能的

「內陸」，便可能是其工廠遷移、布局過程中無法排除的選項。

雖然台資工廠遷移到內陸以後，所聘僱者主要仍是農民工，但本

研究發現，台資工廠在內陸雇用的勞工，已與沿海的民工／移工大不

相同。不同於過去大量的農民工，「以個人身分前往城市工作」，遷

移到沿海務工的情形（黃德北 2006: 131），在內陸的台資工廠其生產

運作高度依賴地方性的農民和在地的縣城居民，同時，在這些人裡

面，有不少是從沿海回流的已婚女性民工。換言之，在內陸台資工廠

的勞工，他們可能兼有農民的身分、具有強烈的地方屬性，而且有擔

負日常性家庭照顧的需要。這些特質的集合，使得內陸的勞工大不同

於沿海的移工。當台資工廠不得不以這些勞工作為勞動生產的主力

時，就再也無法援用沿海珠三角地區的經驗，將移工勞動體制複制到

內陸地區。

本文的研究發現，在移工組成成分必然大幅下降的情形下，內陸

台資工廠將無可避免地成為「受地方限定的」工廠。這些內陸的台資

工廠，誠然與沿海珠三角地區台資工廠相似，大多數以女工為主，但

它們必須確實地考量勞工的再生產、勞工的社區鄰里情感、季節性農

作需要等問題，而發展出一套更為寬鬆的勞動體制。

上述的研究發現可望對既有關於勞動體制的討論作出貢獻。在目

前中國大陸外資工廠勞動體制的研究，傳統上都圍繞在沿海地區的進

城農民工，也就是移工在遷移目的地的討論，以及因此而來的勞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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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樣態及變異 (Fan 2003; Ren and Pan 2009)。本研究檢驗外資工廠在

內陸的勞動體制，將焦點傾注在農民工、移工的原鄉。本研究指出，

即使在國家或地方政府仍保持低度介入，勞工也無透過工會被強力動

員起來，內陸的台資工廠依然無法貫策專制型的勞動體制，調教出馴

服的 (docile) 勞工。內陸作為一個地理尺度，發揮著制衡的作用，讓

地方的社會關係貫穿滲透工廠，從而影響勞動體制的運作。在內陸的

台資工廠裡，勞工無意臣服在嚴格的紀律化體制下，他們要的是一個

可以維持半工、半農，可以讓家庭照顧與工廠生產兼籌並顧的勞動體

制。

至於進城農民工處於「半無產階級化」的討論（黃德北 2006；

Pun and Lu 2010），本文的研究發現，隨著全球資本主義貫穿到內陸

城市，外資工廠深入地方縣城，持續留在沿海城市尋求發展，等待那

未完成的無產階級化，不必然是農民工的唯一選擇。農民工返回自己

熟悉的農村縣城，也可以是個替代性的生涯路徑選擇。再者，返鄉的

農民工，儘管必須忍受薪資條件等水準明顯要比沿海地區為低，但是

卻可以避免處於都市底層階級 (urban underclass) (Selden and Wu 2011)

的尷尬處境。

此外，本文的研究發現也有助於台商、全球商品鏈與全球生產網

絡三者之間的對話。有關台商布局的討論，過去主要都是採取全球商

品鏈 (GCCs)的分析視角（鄭陸霖 1999；Chen 2012）。本文則指出，

透過 GPNs的觀點，可以關注到 GCCs所鮮少關注的「企業內部」的

行動者—勞工本身，他們極可能是除了國際買主與企業間的供應鏈

之外，影響台資企業鑲嵌型態的另一關鍵因素。勞工的不同行動尺度

之重組，驅使內陸台資工廠必須採取迴異於沿海的鑲嵌方式，亦即與

在地社會展開更加緊密接合的方式作出回應。原本備受忽略的各種鑲

嵌形態，例如鑲嵌到地方、鑲嵌到勞工的社會網絡等，到了內陸之後

就變得異常重要，因為，惟有透過如此的鑲嵌，它們才有可能在偏遠

的內陸地區，一方面獲得足夠的地方勞動力，一方面連結到全球生產

網絡。由此可見，重視「領域性」鑲嵌，是這些台資廠在內陸地區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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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存的關鍵。在內陸的台資企業，它的生產運作深受勞工所處（農

村）社會網絡與地方（農村）經濟形態的影響，用一句話來表示，即

台資工廠為汲取地方性的資源，既深著於地方，也限定於地方。

總結以上討論，本文探討的對象，在時間軸上，是 2008 年後出

現在中國大陸由沿海遷往內陸的台資工廠。本文的研究發現清楚地指

出，中國大陸台資廠的勞動體制並不是處於靜止狀態而一成不變的。

隨著台資廠在空間上的移動，工廠員工由原來以長距離的移工為主一

變而成為地方性的居民為主，員工的屬性出現結構性的轉變，工廠的

勞動體制也被迫必須配合調整。

最後，關於鑲嵌的討論，經由時間與空間所塑造的「過程」，可

能比聚焦在鑲嵌的型態更為重要 (Hess 2004: 179)。本文所討論的案例

顯示，一個企業的鑲嵌，即便如持續扮演半邊陲角色的台資代工製造

業，它在跨地理上所採取的鑲嵌型態，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空間的

轉移，而進行動態的調整。一言以蔽之，台資企業無論遷移到全球資

本主義的哪個「地方」，都必須因地制宜，採取異質的鑲嵌策略，始

有辦法在當地存活下來進而發展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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